
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转向：
根源与出路∗

鲁绍臣 ／文

＼［提　 要 ＼］ 以“自由竞争”和全面私有化为意识形态标识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携国家权力以令

全球，形成全球金融垄断下的非生产套利和剥夺性积累，持续生产大量的“贱民”
和“失败者”，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全球不平衡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精

神也从“倦怠”或“消极”向“仇恨”和“不满”转变，从而导致寻找“局外人”以作

“替罪羊”的移民仇恨、族群仇恨等新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蔓延开来。 以马克思关

于人的积极存在和积极本质的实现相统一为治理理念的新的文明模式，是能从

根本上解决新自由资本主义困局和新法西斯主义病症，并重构符合世界历史发

展趋势的现代文明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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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自由资本主义与当代

社会的危机与困局

　 　 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在《生命

政治的诞生》等著作中指出，与经典自由主义

不同，新自由主义权力化的特征日益明显。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按照市场经

济原则全面行使政治权力”，新自由主义所关

心的目标是“社会政策私有化”。①新自由主义

将市场权力绝对化和原教旨主义化的做法，破
坏了社会纽带和公共意识，削弱了他者意识、

责任担当和道德义务的观念，瓦解了人们之间

的同情心和温情，使个体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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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甚至相互敌视和防范。 在亨利 · 吉鲁

（Ｈｅｎｒｙ Ｇｉｒｏｕｘ）看来，“新自由主义摧毁‘谋生

之道和邻里之爱’，‘清空民主的内核，破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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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合法性’”①，贬低生存技能之外所有知识

和德性的价值。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路德

维希·冯·米塞斯（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把对市

场竞争和金融化的绝对地位有任何引导、限制

或约束的社会主义主张称为“破坏主义”，并污

蔑“社会主义不是建设，而是破坏。 破坏是它

的本质”。②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价值主张一旦成为

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就成了具有支配权的新自

由资本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全面挤压社

会交往、公共行动和国家治理的空间与可能

性。 通过侵蚀社会纽带和道德边界，具有责任

与担当意识的伦理和政治精神的贫困症状已

经充斥整个社会。 新自由资本主义除了承认

机会平等外，完全拒绝了实质平等的任何方

案，其兴起埋下了两极分化和不平衡发展的种

子。 新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寡头垄断以及由之

产生的世袭资本主义和新封建主义并未违反

自由竞争原则，而是竞争本身的表现或结果，
即“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世

界最贫穷国家和人民的剥削程度的明显加深，
灾难性的全球环境，动荡的全球经济和对富人

而言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③。
新自由资本主义彻底倒置了生产与消费

的关系，即作为货币持有者的消费者对生产的

全面控制和主导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明确主

张。 米塞斯就明确主张由消费者主导的生产

才是民主的生产，并由此发展出信贷、债务消

费和以富人为中心的生产逻辑。 在这里不得

不指出，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本质是臣服于持有货币的

“消费者”的“宦官”④的指认还不够深刻。 直

到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才进一步深入阐

述了商品拜物教所蕴含的并不仅仅是社会关

系的物化，在物化关系中还同时存在权力与从

属的不平等关系，也就是生产从属于交换，交
换从属于资本增殖的支配与从属关系。 而新

自由资本主义倒置的实际情况远远比其所宣

称的，以及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所观察到的要严重得多，比如新自由资本主

义的金融化和债券化已经使得经济成为脱离

生产、纯粹依靠资本权力而展开的虚拟增殖

了。 正如约迪·迪安（ Ｊｏｄｉ Ｄｅａｎ）所指出的那

样：“随着其实质吸纳（ｒｅａｌ 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进程的

封闭，今天的资本主义正在使自身变得更糟。
数字资本主义的垄断性集中、不平等加剧、政
府对市场的屈从，正在导致一种新封建主义的

诞生。 在这种社会中，积累通过租金、债务和

权力来实现……增殖过程已经远远超越工厂，
进入了复杂、投机和不稳定的闭环，日益依赖

监控、强迫和暴力……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资

本主义生产和剥削关系，而是意味着征用、支
配和强制等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方面已经变

得如此强大，以致于组织自由和平等的主体在

劳动力市场进行对抗已经没有意义。”⑤

如果说新教伦理和古典自由主义还强调

物质生产的时间和效率的话，新自由主义强调

的则是彻底的数据、信息和算法。 韩裔德国哲

学家韩炳哲（Ｂｙｕｎｇ － Ｃｈｕｌ Ｈａｎ）在《精神政治》
等著作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作为另一种形式，
即资本主义的变种，在第一性上无关生物、躯
体和肉体，它发现，其实精神才是生产力”，“为
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

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

序”⑥，即用尽一切手段获得作为权力施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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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就表现为货

币主义以及以其为基础的金融化逻辑的胜利，
这使得以劳动为线索的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

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积极构造和创造世界的

驱动力和积极心态遭到了严重的挫败。
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同样还表现

在国家治理和政治原则的转型上，如果说黑格

尔曾经设想过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国家为

市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奠定一般条件，而市民社

会是需要满足的体系的话，新自由资本主义的

主权理论则明确将国家的政治活动转变为以

货币持有者为中心的治理活动。 尼克拉斯·
奥尔森（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在《消费主权：新自由主

义文化史》①一书中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

批判，即新自由主义的消费已然不是黑格尔所

言的“需要的满足”，而是欲望的满足，消费变

成了一种依靠货币而展开的权力施行快感，主
导着物质生产的方向与内容，并进而影响着国

家与政治之运行。 通过消费者才是独立、自由

的主体这一假定，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和

政治运行的民主进一步转变为货币的民主，货
币与资本主权成为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治

范式的重要原则。 佩里·安德森（Ｐｅｒｒｙ 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等人因此提出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

主权分割，甚至是彻底资本化的判断。 原本非

完全市场化的福利国家还能完成的社会团结

功能就此失去了原有的空间，这导致人们参与

社会整合和公共政治与民主的意愿大为受挫，
或者说民主政治的积极内涵被掏空了。② 阿克

塞尔·霍耐特（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认为，这种社会

政治生活的缺失是现代人精神困顿的根源，在
“失败的社会性的深渊中，他们感受到的痛苦

无法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找到共鸣”③。
换言之，新自由资本主义通过让国家完全

围绕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中的大公司旋转，
从而吞没了国家治理的空间。 新自由主义将

自由金融市场视为国家的组织和治理原则与

导向……国家受金融市场的监督而不是金融

市场受国家的监督。④ 与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和

凯恩斯主义将国家包装成失败者的保护神不

同，新自由资本主义极力将国家描述为极权、
贪腐和道德堕落的存在，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

题的方法，而是问题所在。 也就是说，除维护

国际金融流通外，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的政

府，似乎唯一正当和合法的政府是维护金融霸

权地位的政府。
谢尔登·沃林（Ｓｈｅｌｄｏｎ Ｓ． Ｗｏｌｉｎ）在其《民

主大公司———被管制的民主和反向极权主义

的幽灵》⑤一书中将新自由资本主义以市场和

公司作为最高标准的这一原则视为反向极权

主义：国家只能服从并执行大金融公司的逻

辑，主权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转移成了全球有影

响力的公司。 詹姆斯·加尔布雷斯（ Ｊａｍｅｓ Ｋ．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在其《掠夺型政府》⑥一书中更加直

接地指出了在大公司的控制下，新自由资本主

义时代如何从福利国家体系转变为掠夺普通

民众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体系，最终导致经济增

长与就业率和劳动收入呈负相关性，持续产生

了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就业人群，甚至波及到了

中产阶级。 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当大一

部分原本依赖勤奋、拼搏而改变自身命运的中

产阶级或知识白领沦为了新的“失败者”。
大量的失业、无助以及看不到勤奋和努力

拼搏的意义所在的人群，使新自由资本主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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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倦怠和无力的基本精神状态升级成为

对自我、对他人的不满和仇恨。 人们渴望团结

和有归属感的心理则转变成了种族主义、性
别、族群或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 学界对新自

由资本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关联性有多种

不同的判断。 有的学者认为，作为金融极权的

新自由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新型的法西斯主义。
罗纳德·考克斯（Ｒｏｎａｌｄ Ｗ． Ｃｏｘ）在《资本主义

与新法西斯主义》①一文中特别指出，如果是考

虑到新自由资本主义几十年来如何利用国家

来防止、攻击和污蔑民主、社会主义和共同富

裕的主张，以维护新自由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

和市场的绝对命令地位的话，新自由资本主义

本身就已经是新法西斯主义了。 有的学者认

为，新自由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寻找替罪羊，
把仇恨和不满引向域外国家或族群，另一方面

又将危机转化为对金融化企业的救助，从而要

么遮蔽，要么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和相互仇

视的新法西斯主义危机。 正如约翰·贝拉

米·福斯特（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所指出的那

样：“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加上大多数人口的

经济和社会处境恶化等，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

遍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总体上仍无法得到充

分表达。 资本对这种不稳定局势的反应是试

图动员大量反动的中下阶层来反对中上阶层

和工人阶级（特别是通过向移民发动种族主义

攻击），并使国家成为外在于市场的敌人。 大

卫·哈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最近将这一策略称为

新自由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之间正在发展的

‘联合’。”② 威廉 · 罗宾逊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Ｒｏｂ⁃
ｉｎｓｏｎ）认为：“无论是 ２０ 世纪的典型形式还是

２１ 世纪新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变种，法西斯主义

都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殊回应。”③

在西方左翼学者的分析中，经典的法西斯

主义是资本完全依附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从
而导致市民社会消失并悬置了民主自由的一

种政治形式，其在普通民众生活条件不稳定的

背景下，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是非理性

主义的情绪与操纵型的理性主义相结合的结

果，并表现为军事独裁、集中营和各种党卫军

的暴力镇压。 新法西斯主义则与之不同，原因

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跨国资本已经绑架和挟持

了民族国家。 正如普拉巴特·帕特奈克（Ｐｒａｂ⁃
ｈａｔ Ｐａｔｎａｉｋ）所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国

际金融资本霸权体制的产物，它们体现了国际

金融资本的偏好。 在一个资本全球化和国际

化的世界里，国家仍然是民族国家，而这些偏

好是强加给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否则资本就会

流出这个国家，从而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必须遵循全球化金融的

偏好，否则就会有资金从这个经济体外逃，从
而引发金融危机。”④帕特奈克认为，与传统的

法西斯主义导致全球战争不同，新法西斯主义

即使掌握国家政权、形成法西斯国家，也不可

能触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只是增加民族与

种族仇恨，并不断制造冲突和矛盾以转移视线

罢了。 “当代法西斯主义既不可能得到法西斯

主义最初曾获得过的那种支持（因为它能缓解

危机），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大规模战争中

毁灭自我。 基于此种原因，它很可能成为一种

更为持久的现象。”⑤因此，帕特奈克将新法西

斯主义视为“低强度法西斯主义”，但并非毫无

危险，“只要新自由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由其导

致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所产生的危机就不会改

变，只要新自由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我们就会

陷入法西斯主义长期存在的困境”。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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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同样指出，在全球化的新自由资本

主义，或者说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新法

西斯主义不能被理解为某个民族国家的方案，
因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国家

中的反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中的新法西斯

势力所构成的三角”①。 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对

经济民族主义不感兴趣，因此，即使是一国的

极右法西斯主义，也很难复制传统法西斯主义

一统天下的局面。 诺姆·乔姆斯基 （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在题为“我们正走在通往新法西斯主

义的道路上”的访谈中指出，由于新自由主义

的根本特征是不受约束的超级全球化，因此，
金融资本不但能剥削最廉价的劳动力、提供最

糟糕的工作条件，还能在遇到金融风险时得到

民族国家的救助，并将国内的不满引向遭受新

自由资本主义剥削的国家和民族。

二、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下危机的

超越与替代路径的探索

　 　 面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危

机，乔姆斯基认为，除了彻底反抗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的霸权外，别无他路。② 同样，维维

克·奇伯 （Ｖｉｖｅｋ Ｃｈｉｂｂｅｒ） 也在 《对抗资本主

义：世界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它》③一书中提

出，对抗是解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和

新法西斯主义转向的最好方案。 然而，与对抗

主义的路径不同， 迈克尔 · 哈特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和安东尼奥·奈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曾
明确指出，传统左翼容易陷入“新自由主义权

力与反抗”的“二元论的怪圈”，而真正需要的

是从反抗转移到替代模式的研究。 莫伊舍·
普殊同（Ｍｏｉｓｈｅ Ｐｏｓｔｏｎｅ）亦指出：“就资本主义

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并非针对‘抵抗’的出现，
而是针对‘转型’的可能性，他概括了应然与实

然之间的差距，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可能

性，这一可能性正在逐步变成现实。”④

针对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保守主义的回

潮、本土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退潮，恩佐·
特拉维索（Ｅｎｚｏ Ｔｒａｖｅｒｓｏ）在《法西斯主义的新

面孔》⑤一书中分析了各种新法西斯主义的表

现。 他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新帝国

主义，而新法西斯主义则是回退式的新保守主

义。 他主张在新的平等与共享原则上重建全

球交往与贸易。 在他看来，在“建墙的国家”时
代宣称“封闭边界”，并且用军事化的边界阻挡

移民的行为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些行为将进

一步强化仇外心理。 虽然新自由主义的超级

全球化存在诸多问题，但人类不可能再退回到

全球化之前的时代，因为 ２１ 世纪的所有关键问

题，从生态危机到社会不平等和人口流动，都
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探索解决方案。 在他看来，
国际主义从起源上就属于左翼，我们不能轻易

放弃或拒绝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

义应该重新发现边界的原始含义，即人类交汇

的地方，而不是分离线。 特拉维索主张以新的

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替代以金融为主宰的全

球化进程。
同样，凯雷姆·阿尔金（Ｋｅｒｅｍ Ａｌｋｉｎ） 在

《新的全球威胁：新自由化的法西斯主义》⑥一

文中指出，虽然新自由资本主义倡导的完全不

受限制的超级全球化是有重大问题的，且通过

对特定族裔和国家进行攻击的新自由化的法

西斯主义更是全球性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

—７３１—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 ２１ 世纪法西斯主

义：超越特朗普的炒作》，赵庆杰译，载《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Ｗｅ'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ｅｏｆａｓ⁃
ｃ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ｂｙ Ｃ． Ｊ． 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ｏ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２２．
Ｖｉｖｅｋ Ｃｈｉｂｂｅｒ，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Ｖｅｒｓｏ， ２０２２．
莫伊舍·普殊同：《今日批判理论的任务———重思资本主

义批判及其未来》，刘鑫鑫译，载《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２２ 年

第 ４ 期。
Ｅｎｚｏ Ｔｒａｖｅｒｓ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Ｆａｓｃｉｓｍ：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Ｒｉｇｈ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 ２０１９．
Ｋｅｒｅｍ Ａｌｋ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Ｆａｓｃｉｓｍ，
Ｄａｌｉｙ Ｓａｂａｈ， Ｍａｙ ２７， ２０２３．



我们需要回到全球化之前的时代。 他倡导各

民族国家拥有一定战略自主权的新型全球化，
以重建公平、共享与合作的全球贸易和地缘政

治关系，即重新激励各民族国家团结起来，共
同解决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导致的粮

食危机、能源危机和气候危机等人类共同面临

的危机。
总的说来，近年来，国外左翼关于当下危

机的超越与替代路径的研究可谓是蔚为壮观。
有的学者聚焦于如何重新推进国家的民主化

治理和提升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将完全撇开国

家治理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超级全球化转变为

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共同参与的新型全球

化①；有的学者倡导重新平衡国家与市场、社会

与市场关系的新发展主义②；有的学者则强调

企业和公司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特别是推动企

业有意识地将受公司决策影响的每个人的长

远利益纳入企业决策思考视野的自觉资本主

义（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而不是资本一家独

大的新自由资本主义。 福斯特主张，为了超越

绝对化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应该提出当前的最

低纲领：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在社会生产领域

去商品化和去金融化（重点在医疗保险、交通、
住房等领域），以重新实现社会的团结、友爱和

相互理解，恢复社会伦理生活和共同体应有的

价值。③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危

机首先来源于黑格尔对形式化中介的强调，而
作为市民社会形式化中介的货币并没有二重

性的功能，只有权力和支配的属性。 他们主张

一种去形式化和去私有化的共同体理论，提出

构建有助于生产和创造的多线和复杂的生命

政治理论，以及对非物质劳动和活劳动的分析

已经非常接近马克思对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

思考。 遗憾的是，由于哈特和奈格里对政党和

国家不抱有足够的信心，过度纠缠于被压迫群

体的直接解放，而未能思考通过以人的发展和

积极存在为原则的国家治理类型的展开，现实

地实现解放的可能性。 因此，在将国家治理视

为问题本身这一点上，他们与新自由资本主义

使用了相同的逻辑，使得活劳动和诸众的解放

沦为一种类乌托邦的理论。 但无论如何，他们

关于共享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更强的生

产力、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逻辑会阻碍生产力

进一步发展并破坏人的生命活力的观点，无疑

是值得重视的。
批判与重建是一体两面的动态过程。 福

斯特等人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转

向的根本原因是其绝对化和极权化的主张。
因此，超越新自由资本主义就在于对其绝对性

主权的超越，并重新恢复被米塞斯描述为“破
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应有地位，把主张“自由

竞争已经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的新自由资

本主义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 但福斯特仅仅

是从理论层面上抽象地讨论了新自由资本主

义自否定和实践的空间，未能站在历史唯物主

义的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家治理理

念和劳动解放的思想，因此这样的自否定和实

践是极为被动的。
与上述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对新自由资本

主义展开替代与批判分析的学者不同，另一些

左翼学者则试图从道德价值观念入手寻找方

案。 在他们看来，由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

西斯主义转向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对道

德想象力的破坏（认为极端残忍的行为是正常

的，通过鄙视他者、打败对手来获取自身的优

越感，奉行暴力奇观，贬低社会价值，削弱共同

责任和道德义务），因此，当务之急是重建社会

的道德和公民的同情心。 保罗·斯威齐（Ｐａｕｌ
Ｍａｒｌｏｒ Ｓｗｅｅｚｙ）认为，超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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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转向的出路并不是苏联式的经典

社会主义，而是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

道德观。 他试图通过类似约翰·罗尔斯（ Ｊｏｈｎ
Ｂｏｒｄｌｅｙ Ｒａｗｌｓ）的社会自由民主主义的“补救主

义”，对私有制和纯粹的市场竞争，以及全球金

融化带来的可能恶果进行调剂和修复，以保持

充分就业并增加公共产品，在实施机会平等政

策的同时，延续福利国家的政策。① 但问题在

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已经证明，简单的福利

政策只会降低社会活力，如果福利政策不能与

人的主体性相结合，并在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

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发展，就不能应对新自由主

义对福利主义和道德主义方案会导致活力不

足的指控。 这是个经典的问题，马克思对此已

然作了深入的阐明，即人类文明史存在从自然

共同体到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再到自由人

联合体的真实共同体发展的方案，后者能确保

人们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不偷懒，因此，纯粹道

德伦理的方案往往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罢了。
保罗·梅森（Ｐａｕｌ Ｍａｓｏｎ）将“参与性经济”的城

市共同体视为变革新自由资本主义和走出危

机的方案，因为民众在其中“能够感受到其接

近决策并直接享有决策的成果”。② 在他看来，
“参与性经济”的方案将逐步消解内部的冲突

与矛盾。 应该说，梅森的这一主张在微观层面

上倒并不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温迪·布朗（Ｗｅｎｄｙ Ｂｒｏｗｎ）认为，当务之

急是恢复普遍主义政治行动的正当性，因为自

从新自由资本主义取得霸权地位之后，真正的

政治行动和民主决策就一直被视为市场和资

本的敌人。 长期以来，公民自由的概念已然消

退，道德冷漠和政治冷漠蔓延，生活的激情被

转换成了新法西斯主义的仇恨，并且认为除了

新自由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③ 因此，恢复

普遍主义的道德政治文化是解决新自由资本

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化的出路。 蒂莫西·斯奈

德（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ｎｙｄｅｒ）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和新

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后现代主义没有事实、没

有真理的后真相主张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没有

什么是真实的，那么一切都是奇观。 因此，后
真相文化是导致新自由资本主义转向新法西

斯主义的原因。④ 抵制新自由资本主义新法西

斯化倾向的路径就在于相信真理。
上述看法与主张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启

发，然而遗憾的是，它们都未能辩证地把马克

思关于人的积极存在和积极本质的实现统一

起来，并切实地将民族精神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视为这一辩证统一方案的实现路径，因此看似

替代或缓解新自由资本主义新法西斯化倾向

的方案，却恰恰“是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重要

原则”⑤，即与新自由主义持有相同的意识形态

前提：国家对市场的任何干涉和调节都必然是

专制的、极权的、靠暴力镇压的。 而矛盾之处

恰恰在于韩秉哲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中

的主体并不能形成采取集体行动的‘我们’。
原因在于社会的日益自我化和原子化正在缩

小集体行动的空间，并阻止了可能对资本主义

秩序提出质疑的反抗力量的形成。”⑥在新自由

资本主义逐步转向新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后
现代主义加持下的个人是不可能有能力想象

另一个世界的。 与此相反，人们反而在极端种

族主义的纯洁性想象中给予自我以道德和神

圣的力量，这使他们不但对他人的痛苦冷漠寡

淡，甚至以他人的痛苦或者以给他人造成痛苦

为乐。 针对这种文化和道德状况，即“一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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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增强赋权、促进公共自

由繁荣的政治”①，确实难逃乌托邦化的批评和

指责。

三、回到并超越黑格尔：
历史必然性中的政治实践

　 　 与多数西方左翼道德或伦理主义的“应
当”方案不同，安德森认为，超越新自由资本主

义新法西斯化倾向的唯一出路和前提是列宁

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主义只考虑了党

内的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忽视了国家

和社会层面的民主治理的重要性。② 罗伯特·
塔克（Ｒｏｂｅｒｔ Ｔｕｃｋｅ）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一
书中倡导非伦理和社会的政治经济路径，认为

有必要认真考察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政治方

面”③。 而威廉·克莱尔·罗伯茨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ｌａｒｅ Ｒｏｂｅｒｔｓ）则是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中少有

的非伦理道德主义替代方案的坚持者，他在

《马克思的“地狱”：〈资本论〉的政治理论》一

书中阐明了对《资本论》进行共和主义阐释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些研究为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视角进一

步激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国家哲学和

民族文化精神进行批判和超越的方案，即在保

留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积极性和文明性的同时，
通过重建国家与文明的辩证法等，扬弃其腐化

与恶的一面，开创出新文明的实践方案，提供

了非常有益的探索，避免陷入新法西斯主义的

困局之中。 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代西方思

想界始终将个体的自由与共和视为既矛盾又

难分的对立与统一面。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

义，其精髓可以概括为两个密切相关的命题：
首先，如果不坚持自由的生活方式，任何城邦

都不可能实现伟大；其次，如果不维护共和政

制，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坚持自由的生活方式。
根据这一观点来看，马基雅维利不仅表明他

在全力捍卫传统的共和主义价值观，而且表

明他全力采取了一种传统的捍卫方式。”④之

后的托马斯·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同样试

图在自然状态与利维坦的主权国家之间形成

相互平衡的状态。 不过真正彻底完成这一工

作的是黑格尔，他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建

构了国家伦理与个体自由相统一的非道德主

义方案。
对于黑格尔来说，现代国家不但能保障个

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还能将个体的私欲之恶

通过市民社会升华为具有法权人格的人。 黑

格尔在客观的伦理之外还保留了私人意志的

道德空间。 在这一理想的设计中，个体不但能

完美起来，还能保留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空间。
但黑格尔以欲望和私有制为逻辑内核的论证，
已然埋下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新法西斯化的种

子。 黑格尔指出：“把自身作为特殊目的的具

体的个人，作为各种需要的一个整体以及自然

必然性与任性的一个混合体，是市民社会的一

个原则。 但是，特殊的个人本质上是同其他这

样的特殊性相关联的，所以每个特殊的人都是

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只有无条件地通过普

遍性形式的中介，才使自身有效并得到满足。
这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⑤这一普遍性的

形式即金融资本的原则。 在黑格尔将其作为

所有需要得以满足的前提条件时，他已经消灭

掉一切非货币和商品交往空间的可能。 黑格

尔认为：“如同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一样，市民社会也是

私人利益跟共同的特殊事务相冲突的舞台，并
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观点和安排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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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舞台。”①在形成上述观点时，他已然发现，
在国家形式法权这一前提上发展起来的市民

社会中的大资产阶级或“贱民”，都有可能会在

冲突中将国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从而摧毁

其关于国家与个人私欲辩证统一的构想。
黑格尔的厉害之处其实更在于他非常诚

实地发现，市民社会的展开并不能真正消灭特

殊性，反而会被特殊性所掌控。 “特殊性本身

是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

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人通过

表象和反思而扩张他的情欲———这些情欲并

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像动物的本能那样———
并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② “一方面，穷奢极

侈，另一方面，贫病交迫，道德败坏。”③在艾

伦·伍德（Ａｌｌｅｎ Ｗｏｏｄ）看来，在某种意义上，黑
格尔已经预料了新法西斯主义诞生的基本机

制：市民社会持续产生的贫困与贱民。 这一群

体的存在将从根本上破坏“作为现代个体道德

上的自我意识与伦理态度的必然载体的那种

自我感”，从而产生一种“伦理上的邪恶状态和

道德上的减等状态”④，并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提供动力源泉。 伍德进一步指出，贱民产生之

后，在精神上，“它只是充满嫉妒和仇恨的异化

的精神状态，是对一切义务和伦理原则的充满

嘲笑态度的否认，傲慢地拒绝承认一切人拥有

的权利，并且怀抱仇恨之心否定一切人类尊严

和自尊。”⑤而这些恰恰便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根

本动力来源。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要超越道德主义的批

判路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评判黑格尔。
同理，我们可能也需要超越道德主义的批判路

径，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国家治理的本体论深度

来分析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转向。
１８４５ 年，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

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直接

批判了李斯特的庸俗经济学及其自由主义民

族观：“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

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

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

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

的。 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⑥这样

的民族性在特定的时代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

性的。 而要超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则需

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重建一个不

同于资产阶级民族性的新的历史本体论逻辑，
其根本的理念和逻辑与资产阶级的理念一脉

相承但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必将开启新的全

球化和世界历史前景。
过去的几百年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

世界性的了。 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

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

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过

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

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

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
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

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

为不可能。”⑦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作为人类文

明史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必然会导致“农村

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

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

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⑧。
重新回到黑格尔，不只要求我们从世界历

史的合理性，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及其必然

趋势的视角来看待马克思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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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由时间的理论的重要性，并且必须明白马

克思理论的实践前提是国家治理和民族精神

的继承和培育。 这就要求我们自觉抵制新自

由资本主义剥夺式全球化的诱惑，避免再次出

现法西斯主义灾难。
马克思在思考了黑格尔关于贱民和贫困

问题的论述之后，总结出了以人的物质欲望为

逻辑的“人的积极本质”和以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为逻辑的“人的积极存在”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理论，并将之与实践和革命的复杂性结合

起来进行思考。 笔者认为，唯有在了解历史必

然性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政党和国家的主导下，
继承和借鉴一切可以引导人的积极本质向人

的积极存在转换的文化和思想资源，才有避免

新自由资本主义引发危机和向新法西斯主义

转向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研究和阐释中华文

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的精神特质是具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的。 这种精神特质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

念相通，能有效克服把劳动者牢牢地束缚在劳

动时间和货币金融的链条上不能自拔的境况，
并避免产生新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

和不平衡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需要牢记的是国

家和政党对世界历史的重要引领作用，而这是

黑格尔极为重要的贡献却又恰恰是他强调得

还不够的地方。 拉尔夫·密利本德（Ｒａｌｐｈ Ｍｉｌ⁃
ｉｂａｎｄ） 曾经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中

反复强调积极的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这也说

明了一个比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更积极、比黑

格尔所推崇的纯粹私有制的自由更广泛的个

体的自由和发展，对于开启新的世界历史文明

的重要性。 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当代西方左

翼自由主义以“博爱” “团结”等伦理构想为核

心逻辑的方案，还是左翼平等主义所推崇的性

别、族群相互承认的形式平等方案，均存在局

限。 一是未能触及，甚至是遮蔽了新自由主义

的权力架构，因此无法缓解新法西斯主义加剧

的趋势。 二是由于未能真正在历史唯物主义

的高度上确认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对对象

化劳动，特别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义上的自

由时间劳动的摧毁或压制），因此不能在世界

历史必然性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高度上对

其加以澄明，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只能变成空想

或抽象的伦理主义呼唤。 不过，如果社会主义

革命和共产主义政党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
那么西方左翼关于道德和伦理重建的思考，则
毫无疑问又是值得借鉴和重视的。 ■

［鲁绍臣：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

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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